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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鄂伦春族与外界经济、
社会交往中的政治关系色彩

何　 群

摘要： 一般而言， 简单、 原始的生产技术形成和维持于特有的

环境， 同时， 越是简单、 原始的生产技术越是更多地受环境的制

约。 鄂伦春族生存环境的封闭性、 单纯性， 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狩

猎， 辅之以采集、 捕鱼经济， 以及与外界有限的交流， 因文化差异

所处的被动地位， 也形成了他们性格上的某些封闭、 排外等特点，
从而又影响了已经极为有限的对外交流。 了解鄂伦春族狩猎文化及

其形成这种传统文化的环境条件， 是理解该族历史上民族关系特点

的基础。
关键词： 鄂伦春族　 经济　 社会交往　 政治关系　 人口较少民族

作者简介： 何群， 内蒙古师范大学社会学民俗学学院教授。

鄂伦春族是世代生活在中国东北部大小兴安岭地区的传统狩猎民族。 一

般而言， 狩猎并辅之以采集、 捕鱼的生存方式， 较之畜牧、 农耕等文化样

式， 区别或主要特点在于这是一种自然攫取经济， 是人类主要与自然发生关

系的初始而简单的生存方式。 从 １６４７ 年迁移至黑龙江南岸到 １９４９ 年几个世

纪的经历表明， 尽管该族游猎区域广大， 周围少有人烟， 然而他们并没有过

着一种完全孤立、 不受任何其他文化影响的生活。 事实是他们一直与外部社

会发生着或多或少的互动。 这种互动形态体现的文化意蕴既包括文化交流，
又表现出简单文化因内在适应限度而易蒙受损失的特点。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一　 鄂伦春族狩猎文化形成和维持的环境条件

了解鄂伦春族狩猎文化及其形成这种传统文化的环境条件， 是理解该族

历史上民族关系特点的基础。 一种文化是一种技术、 社会结构和观念的综合

构成， 它经过调整而适应于其自然环境和周围的其他文化。 文化在人类与其

生态环境之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类通过文化认识到能源或资源， 同时

又通过文化获取、 利用能源或资源。 一般而言， 简单、 原始的生产技术形成

和维持于特有的环境， 同时， 越是简单、 原始的生产技术越是更多地受环境

的制约。 鄂伦春族有史以来即为狩猎民族。 他们的狩猎文化是一种简单文

化， 是适应历史上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 适应特有单一环

境的结果， 形成简单文化。 而当环境发生急剧变化时， 简单文化的特点却限

制了他们适应新环境的能力。
概括而言， 从元明时期以来到 １９４９ 年， 鄂伦春族狩猎文化形成、 维持

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表现为三方面特点： 其一， 可以攫取作为生活资料

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足以满足他们的生存； 其二， 地广人稀， 其他文化的

影响微乎其微； 其三， 与外部世界交往甚少， 外界的影响始终没能彻底动摇

传统狩猎文化。
就自然环境而言， １７ 世纪中叶以前， 鄂伦春人主要分布在贝加尔湖以

东， 黑龙江以北， 直到库页岛的广大地区。 石勒喀河、 黑龙江、 精奇里江

（吉雅河）、 牛满河 （布列亚河）、 恒滚河 （阿姆贡河） 流域以及库页岛，
都是他们游猎和居住的地方。 １７ 世纪中叶移居黑龙江南岸、 大小兴安岭地

区以后， 他们的居住区和活动范围， 主要在黑龙江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

地区， 即东经 １２２° ～ １３１°， 北纬 ４８° ～ ５３°之间。 两岭两江一山———大兴安

岭和小兴安岭、 黑龙江和嫩江的交叉纵向排列， 伊勒呼里山在两岭之间的横

向逶迤， 构成类似 “∏” 型的鄂伦春族所居地域的基本框架。
暂且不论历史和社会环境因素， 适应 “两岭两江一山” 的自然条件，

狩猎成为鄂伦春人的生存方式。 大兴安岭由东北向西南斜贯于黑龙江省和内

蒙古自治区境内， 平均宽约 ２３０ 公里， 南北长约 １４００ 公里， 高度在海拔 ８００
至 １７００ 米之间。 北段高度平均不足 ９００ 米。 中段高度约 １２００ 至 １５００ 米，
南段高度在 １５００ 米以上。 西麓多波状丘陵地， 东坡陡峻， 河流湍急， 多

布库尔河、 甘河、 奎勒河、 诺敏河、 绰尔河发源于此， 从西向东流汇嫩

６０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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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这些河流构成许多峡谷， 在峡谷之间有很多大小不等的盆地。 大兴安

岭北部山地， 位于我国最北端。 大体从北纬 ５０°往北是我国最寒冷的区域。
气温最低均在 － ４８℃以下。 这里是我国唯一的寒温带落叶松、 樟子松森林

分布区。 林地面积约 １２ 万平方公里以上。 气候特点是温度低， 湿度大。
最低温度可达 － ５２℃。 全年积雪长达 １５０ 天以上， 不适合发展农业。 年降

雨量达 ４５０ 毫米以上， 遮天蔽日浓密潮湿的森林中， 也不适于发展畜牧

业。 然而广袤的林海、 草滩中禽兽群集， 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 为人口较

少的狩猎群体———鄂伦春人提供了足够的生存资源。 小兴安岭自伊勒呼里

山脉向东南伸展， 直抵松花江畔， 海拔 ６００ ～ １０００ 米， 大部分是 ３００ ～ ５００
米的丘陵或洪积台地。 呼玛河、 宽河、 法别拉河、 逊河等大小支流， 从西

向东注入黑龙江， 北至伊勒呼里山， 盘古河、 呼玛河从山北流出汇入黑龙

江， 南有汤旺河、 梧桐河， 流汇松花江。 小兴安岭气候比大兴安岭地区温

和得多。 松花江和黑龙江河谷虽然夏季较长， 有时很热， 但冬季很冷。 植

物同样繁茂， 野生动物与大兴安岭也不同， 没有犴和野生驯鹿， 野猪和狍

子很多。 鄂伦春族近几百年来就在这方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小兴安岭山

区进行游猎活动。 元明时代， 汉文史籍以 “林中百姓” 泛指这一地带包括

鄂伦春族在内精于骑射的各个民族， 而清代， 泛称其为 “索伦诸部”。
从社会环境考察该族迁移至黑龙江南岸后的社会文化演变史， 发现构成

其社会文化环境变化的基本因素为两方面： 一是外部统治者———政府和各种

政治势力， 主要包括清朝、 民国时期的统治制度和日本侵略势力的控制， 以

及 １９４５ 年之后国民党和日伪残余纠结形成的政治势力； 二是与政府行为直

接关联的其他环境因素。 其中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历史事件包括清政府在东

北实行 “封禁” 和 “封禁” 的废除， “黄金之路” 的修通以及清末民初推

行的鄂伦春猎民 “弃猎归农” 政策。
１９０４ 年， 清政府废除 “封禁” 之后， 汉族人大规模迁移东北， 开发土

地资源， 农业兴起， 城镇和市场涌现， 这都潜移默化地改变了鄂伦春族传

统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 日益渗透并侵蚀着狩猎文化， 推动了传统狩猎

文化的变迁进程。① 当时外地人口流入状况， 据记载， 至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

７０１历史上鄂伦春族与外界经济、 社会交往中的政治关系色彩　

① 从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 到康熙七年 （１６６８） 是东北 “自由放垦” 时期， 清朝统治者鼓励汉族

人出关垦殖土地。 康熙七年 （１６６８）， 宣布取消 《辽东招民开垦条例》， 颁布 “封禁令”，
禁止汉民进入东北垦耕。 １８５０ 年后， 沙俄入侵东北， 民众不满， 局势危急， “封禁令” 已难

以贯彻执行。 面对严峻的局势和社会舆论压力， 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取消对东北的 （转下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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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地区的荒地均已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开垦，①改变了昔日人迹稀少的格局。
１９１１ 年， 黑龙江有居民 １８７７３９ 户、 ２０６ 万人， 垦地 ３０６ 万垧， 生产粮食

１８５４５４ ３６ 公斤， 有余粮 ５００２６ ０８ 公斤作为商品粮投放国内外市场。 此外， 还

有烟草、 大麻、 靛蓝、 甜菜等经济作物外销各地。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粮食工

业的全面兴起， 出现了油坊、 烧锅、 纺织、 磨坊等作坊。 当时黑龙江 １１ 个地

区， 包括鄂伦春族所在的布特哈、 墨尔根以及外围的齐齐哈尔等地， 有 ２８５ 家

油坊和 １１４ 家烧锅。①

另一历史事件是漠河金矿的发现与 “黄金之路” 的修通。 １８８３ 年， 漠

河一名鄂伦春人在为母挖墓穴时， 挖出若干大块金砂。② 还有一种说法， 是

一名鄂伦春人在漠河今被称为老沟河的河谷， 为葬马掘墓时发现许多金

苗。③ 总之， 发现储量丰富金矿的消息不胫而走。 来漠河采金的人不仅有俄

国人， 还有日本人、 朝鲜人等， 仅 １８８３ ～ １８８４ 年， 就盗采黄金 ２１９０００ 多

两。 在这种形势下， 清朝派李金镛开办漠河金矿， 调派 “库玛尔路协领派

佐领台吉善带领鄂伦春马兵 ２０ 名为其前引， 由墨尔根轻骑简从， 穿林越谷，
牵用马驮， 经由山谷辟路直达漠河， 首创嫩漠山路站道”④， 即 “黄金之

路”。 “黄金之路” 从嫩江到漠河共有驿站 ３０ 站。⑤ 漠嫩公路——— “黄金之

路” 的修通， 成为连接中原与东北边疆的重要交通枢纽， 为内地和边疆经

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条件。 而对世居居民鄂伦春族而言， 随着这条纵贯其生活

腹地的公路的出现， 外地人口进一步流入， 各种信息文化得以传播交流， 进

８０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①
②
③
④
⑤

上页注①） “封禁令”， 宣布开放东北全部土地， 招民领垦。 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 日俄战争

爆发， 东北地区成为日俄侵略角逐之地。 为保卫领土主权， 清朝统治者宣布开禁放垦黑龙江

地区的全部土地， 农业开发速度快、 面积广， 一直深入到鄂伦春族生活腹地西布特哈、 东布

特哈、 墨尔根， 即今天的内蒙古、 黑龙江省鄂伦春族聚居地区。
参阅马汝珩、 成崇德主编 《清代边疆开发》， 山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 第 ４１９ ～ ４２０ 页。
王兆明主编 《新生鄂伦春族乡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 １６ 页。
关小云： 《大兴安岭鄂伦春》， 哈尔滨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 ４ 页。
王兆明主编 《新生鄂伦春族乡志》， 第 １６ 页。
即墨尔根站、 二站、 三站、 四站固巴河站、 五站雅鲁萨台河站、 六站库凌河站、 七站、 八

站三松河站、 九站鄂多河站、 十站阿鲁河站、 十一站嘎鲁河站、 十二站庆洞站、 十三站二

根河站、 十四站兴安岭站、 十五站北实黑站、 十六站会实清站、 十七站达拉罕站、 十八站

谭宝善站、 十九站依沙溪站、 二十站依西肯站、 二十一站窝洛站、 二十二站布拉戈站、 二

十三站盘古河站、 二十四站安盖站、 二十五站额木尔河站、 二十六站扎林库尔河站、 二十

七站祥龙河站、 二十八站祥牛河站、 二十九站永河站、 三十站漠河站。 这些驿站名称沿用

鄂伦春族对这些地区依山川、 河流而命名的传统称呼。 见 《近代鄂伦春族大事迹》， 转引

自关小云 《大兴安岭鄂伦春》， 第 ６ ～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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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改变了以往因地理上的相对隔绝、 封闭而形成的文化基本上单独进化的

历史。 与此同时， 外部人口的日益增多， 对自然资源的利用、 开发增加， 日

益威胁着传统狩猎生产所需要的生态环境。
清末民初政府出于国家实际利益的考虑而在鄂伦春族中推行的 “弃猎

归农” 措施， 可以说是政府干预该民族文化变迁的重要历史事件。 “弃猎归

农” 举措主要实施于现黑龙江省境内黑河、 呼玛等地鄂伦春人地区。 这种

政府干预文化变迁的历史影响一直延存至今。
穿越几个世纪的时空， 我们发现尽管社会环境的变化从没有停止， 但是

总的来讲， 环境的改变一直没有达到狩猎文化难以维持的地步。
鄂伦春族狩猎文化形态， 能够延续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在一定时期内狩

猎工具的改进固然起了作用， 而主要是依靠地广人稀这个有利的外部条件，
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回旋余地， 但并不说明这种自然攫取经济在任何历史条

件下都有其旺盛的生命力。 社会环境单一， 缺少文化借鉴和交流的机会， 几

百年时间里， 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小兴安岭地域内， 只有数千人口的鄂伦春

猎人在这里生活， 以狩猎为主， 辅之以采集、 捕鱼为生。 他们的生存是自给

自足的， 后来与外界发生联系， 以动物皮张、 药品、 补品换取他们所需要的

枪支、 子弹、 火柴、 粮食等生活必需品。
清朝 “封禁” 时期， 鄂伦春族所活动的黑龙江流域、 嫩江流域， 一直

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 当时黑龙江有所谓 “边外七镇”， 其中属于黑龙江

的有三镇， 即卜奎 （今齐齐哈尔市）、 墨尔根 （今嫩江） 和瑷珲 （今爱

辉）， 加之上述清朝便于军中运输而先后设立的若干台站。 除此而外， 这广

阔的地区内几乎没有多少人烟。 而在今内蒙古自治区， 地理环境更为封闭，
到处都为莽莽苍苍的森林所覆盖， 是野兽们的栖息之地。 这种优越的自然环

境， 对于仅有几千人的狩猎民族来说， 自然是不愁没有驰骋的余地的。 据计

算， 森林里从事打猎和捕鱼的族群所必需的自然条件是， １ 平方公里不超过

０ ０５ 人； 草原上的狩猎族群 １ 平方公里不超过 ０ ０９ 人； 兼事简单农业的狩

猎民族， 才达到 １ 平方公里 ０ １ ～ ０ ２ 人。① １９４９ 年前， 黑河地区有鄂伦春

人 ３００ 余户， 分散在 ５１ 处， 每处之间的距离为几十华里到一百华里不等。
１９５１ 年鄂伦春自治旗成立时， 全旗面积 ５ ９ 万多平方公里， 有人口 ７７８ 人，
其中鄂伦春族 ７７４ 人， 即 ７５ ８ 平方公里才有 １ 个人， 故以攫取经济为特征

９０１历史上鄂伦春族与外界经济、 社会交往中的政治关系色彩　

① 沈斌华、 高建纲： 《鄂伦春族人口概况》，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９， 第 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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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狩猎文化所依托的人口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在这里不存在紧张问题。
在上述环境条件下， 鄂伦春族传统狩猎文化表现出以下主要特点： 社会

组织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基本纽带的氏族基础之上。 以血缘、 亲属关系结成

的社会基本生产单位——— “乌力楞”， 组织规模只是由 ２ ～ ３ 家， 或 ４ ～ ８
家， 最多不超过十一二家的单位组成， 家庭人口一般是 ４ ～ ７ 人。 整个社会

实行共同劳动、 平均分配、 互助互惠制度， 社会关系十分简单， 与简单的技

术、 社会组织相适应。 宗教观念上以万物有灵作为基本信仰， 供奉山神、 共

同的氏族祖先， 宗教观念渗透技术、 组织制度等文化各个层面， 具有牢固的

社会功能。 社会推崇狩猎能手， 给予长辈、 长者特殊社会权威， 崇尚舍己为

公、 诚实守信美德。 作为简单文化的一个类型， 传统狩猎文化相对于复杂文

化多元和异质性特点， 除了具有简单文化谋生手段较为原始、 与生存技术相

关社会组织结构相对松散、 观念上信仰萨满教， 还具有容易受到环境的约

束、 适应急剧变化环境的能力较差的特点。
狩猎是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技术， 辅助部门采集和捕鱼也是直接作用于自

然， 因此， 关键是要 “地广人稀”。 “地广”， 即要有足够的可供狩猎生产得

以进行的地域空间， 而且要求丰富的动植物资源， 可供其食肉衣皮。 “人
稀”， 有两层含义： 一是所生活地域 “人稀”， 人口稀少， 对只有数千人的

鄂伦春人来说就是地广， 拥有可通过狩猎维持生存的空间—自然资源。 二是

“人稀” 意味着所在地区社会文化环境单一， 与外界交往极为有限， 受外来

文化冲击的可能性很小。 “地广人稀” 使狩猎文化的其他层面———以血缘为

纽带的氏族部落、 “乌力楞” 组织得以维持， 社会内部推崇平等互助， 相信

神灵的存在和对命运的主宰等简单文化形态才得以延存。

二　 鄂伦春人与外界的经济、 社会交往

从上述社会环境的讨论可以推断， 历史上鄂伦春族与外界交往的线索有

两条： 一是与政府、 外部政治势力的关系， 或者准确地讲， 是政府和外部政

治势力对他们的干预以及他们基于简单文化特点的应对方式； 二是随着晚清

以来东北 “封禁” 的解除， 汉族等异族人口的大规模进入， 鄂伦春族与异

族人的关系。 清朝以前， 鄂伦春族同外界有没有交往， 目前没有查到有关史

料， 故无从可考。 １７ 世纪中叶迁移至黑龙江南岸后， 密切了与中央政府和周

边社会的联系， 枪支、 马匹等先进生产工具输入进来。 具体来讲， 鄂伦春族

０１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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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往对象， 或者说促使他们的社会文化环境变化的因素， 主要包括官方

“谙达” （又名 “安达”， “朋友” 之义）、 商人、 日伪、 国民党残余势力等。
其与外界交往活动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其一， 经济交往表现为很强的政

治色彩， 或者说， 交换不仅是经济行为， 而且蕴含着政治隶属关系的仪式意

味； 其二， 与外界交往的过程和形态， 具有狩猎文化简单性的特点， 与外界

不仅存在文化交流， 也存在冲突， 且简单文化往往表现为某种被动弱势。
历史上同 “谙达”、 商人的交往情形生动地表明了这些特点。 １７ 世纪中

叶鄂伦春族迁移至黑龙江南岸以后， 清朝政府加强了对鄂伦春族的统治。 除

了政治上采取依托鄂伦春族氏族制的 “路佐制” 制度， 还通过进贡制、 纳

貂制作为政治隶属关系的体现， 一直延续了 ２００ 余年。 官方 “谙达” 即是

在每年的贡市上与鄂伦春猎人进行交易的清廷官员。 从 １６１６ 年开始， 清廷

规定鄂伦春等渔猎部落每年要向朝廷进贡。 “黑龙江土贡以貂为重， 肇自天

命天聪之年 （即 １６１６ 年至 １６３６ 年）。”① １６８３ 年鄂伦春族隶属于布特哈总管

衙门后， 纳贡成为定制， 规定： “布特哈无问官兵散户， 身族五尺者， 岁纳

貂皮一张， 定制也”②。 贡貂是在每年的贡市上进行。 “每岁五月， 布特哈官

兵悉来齐齐哈尔纳貂皮互市， 号曰楚勒罕， 译言盟会也。”③ 清廷将鄂伦春

族价值很高的貂皮征收后， 给一些布匹、 银两作为赏赐。 这种赏赐， 严格地

说不是商品交换， 是政治臣服的象征和仪式， 当然客观上是一种物资、 文化

交流。 贡貂完成后， 进行物质交流。 鄂伦春等其他渔猎部落， 未入选的貂皮

和其他各种细毛皮张， 都可在楚勒罕上出售， 然后用所售得购买一年所需的

金属工具、 粮食、 布帛等生产生活资料。 清廷官员和商贾对鄂伦春族未入选

的貂皮以及猞猁等皮张垂涎三尺， 以贱价逼卖。 官方 “谙达” 同样发现了

鄂伦春人淳朴和商品意识淡薄的特点， 在布特哈总管衙门统治的 ２００ 多年

中， 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 “所捕貂皮， 辄为谙达诸人以微物易去， 肆意欺

凌， 不啻奴畜”， 鄂伦春人 “受制益苦， 浸成寇仇之势”。④ 在这种情况下，
迫使清朝统治者于 １８８２ 年撤销了布特哈总管衙门， 同时也废除了 “谙达”
制度。

废除了官方 “谙达”， 私人 “谙达” 成为同鄂伦春人进行交换的主要承

１１１历史上鄂伦春族与外界经济、 社会交往中的政治关系色彩　

①
②
③
④

徐宗亮纂 《黑龙江述略》， 光绪十七年刻本。
西清撰 《黑龙江外记》， 《小方壶舆地丛钞》 本。
西清撰 《黑龙江外记》， 《小方壶舆地丛钞》 本。
万福麟监修， 张伯英等纂： 《黑龙江志稿》， 民国 ２１ 年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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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者。 私人 “谙达” 中有达斡尔、 满、 汉人。 一个 “谙达” 继续承包一户

至几户鄂伦春家庭。 谙达一般每年春秋各来一次。 第一次进山是在农历四月

鹿茸期以前， 第二次进山是在农历十月下雪以后。 托河地区的 “谙达” 都

是结伙前来， 到现在斯木科西十余里的白银那地方卸车。 鄂伦春人闻讯前

来， 与之交换， 或是 “谙达” 驮载货物到猎民居住地区去。 据 １９６３ 年国家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爱辉县新生村的调查， 民间 “谙达” 是这样出

现的： 有官方 “谙达” 时， 鄂伦春人的口粮都由官方 “谙达” 供给， 没有

官方 “谙达” 后， 鄂伦春人的口粮断了来源， 于是大家驮了狍肉、 狍皮等

猎品， 下山到屯子里去换粮。 进屯子后， 有的户就招呼， 问换不换？ 换了一

次后， 有的说， 你们下次打到猎品再来换， 这样就慢慢地建立起 “谙达”
关系了。 这种情形说明， 在已经发生文化借用的情况下， 对粮食、 枪支、 子

弹、 盐、 布匹的需要已不可逆转， 生活的实际需要， 迫使鄂伦春人下山去找

交换对象。 尽管他们仍不习惯下山， 并需要出去很远。 与私人 “谙达” 的

交换存在两种方式： 不记价的包干制交易与记价 “谙达” 的交易。 不记价

的包干制的交易， 是猎民将猎品中除狍皮， 一部分鹿犴皮和兽肉外的全部猎

品， 如鹿茸、 鹿鞭、 鹿胎、 鹿尾和灰鼠、 猞猁等细毛皮张全部交给自己的

“谙达”。 “谙达” 提供给弹药、 粮食等生产和生活资料。 长期依靠狩猎， 辅

之以捕鱼、 采集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生活， 鄂伦春人还没有形成价值、 商品

观念， 对外部商品市场也极不了解， 很少考虑交换是否是平等互利， 而是以

得到所需生产、 生活资料为满足。 他们在交换中既不计价， 也不记账， 因而

互相间也就没有欠债的问题。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国家组织的调查中鄂伦春人反

映， 这一时期， 他们和 “谙达” 的关系相处较好。 他们之间， 依辈分和年

龄不同， 互相以亲属相称。 早期这种不记账的 “谙达” 关系， 维持的时间

也都比较长。 有的甚至延续两三代。 据老人们回忆， 他们和 “谙达” 间的

关系之所以保持如此长久， 是由于他们之间友好和睦， 不算细账， 不分彼

此， 相依为命。 绍宝说： 我和我的 “谙达” 亲如一家。 干善柱说： “谙达”
和后来的商人不同， 商人是为了剥削人发财， “谙达” 就不同， 剥削很重，
互相经常争饭碗。 文吉善的看法： “谙达” 应分为两类， 一类是为人刻薄、
剥削虐待鄂伦春人， 另一类是为人忠厚， 交换中互不吃亏。① 这种不计价的

２１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参阅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编 《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 （第一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第 １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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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干制交易， 迎合了鄂伦春社会互惠互利的经济原则和习俗， 因而被鄂伦春

人接受。 然而因为缺乏详细的民族志资料， 我们对这种交易的内幕还难以展

开分析。 与计价的 “谙达” 的交易多是发生在民国以后。 行商逐渐深入鄂

伦春族地区， 与猎民进行交易， 因而， 原来与 “谙达” 的一揽子交易发生

了很大变化。 在此以后， 在结为 “谙达” 时， 就要讲定是进行包干制的一

揽子交易， 还是进行计价交易。 发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 猎民总结的是，
因为 “山货人” （商人） 多了， “谙达” 奸了， 跟山货人学坏了， 而鄂伦春

人的心眼也多了。①

同商人的交往， 在官方 “谙达” 垄断鄂伦春族交换期间， 鄂伦春族周

围地区， 就不断有小商小贩活动。 而在官方 “谙达” 被废除后， 私人 “谙
达” 和私商便活跃起来。 在私人 “谙达” 与私商的竞争中， 私人 “谙达”
处于被动地位。 因为 “谙达” 供给鄂伦春人的商品品种有限， 资金短缺，
一年又只能在农闲季节进山两次。 而私商有较多资金， 有种类繁多的商品，
有四通八达的商业网络， 有充裕的时间， 因此， 鄂伦春族地区的交换到清末

民初， 满人和达斡尔人所从事的古老的家长式贸易， 被汉人的新式商业所取

代。 这些小商小贩的来历， 多是清廷东北 “封禁” 解除后， 从山东、 河北

等地来的汉人。 这些人进入鄂伦春地区后， 有的打猎， 有的从商， 有的采

金。 他们的到来， 冲击了鄂伦春人的传统生活秩序。
就包括商人在内的汉人的进入对鄂伦春传统社会的冲击， 史禄国曾有过

分析： 由于基本观念和风俗习惯的不同， 通古斯人不同意汉人做生意的方

法。 尽管如此， 通古斯人现在已开始采用汉人的做法。 比如他们在买卖东西

时， 不说实价。 但他们仍不明白为什么汉人从通古斯人手里买了一张皮子，
竟用两倍的价钱卖给另一名通古斯人。 通古斯人对汉族债主抱有反感， 他们

只许通古斯人将猎获物卖给自己， 不准他们出售给别人。②

鄂伦春人最早接触的商人是进山的小商小贩。 他们虽然资本微薄， 货

物数量不多， 但商品品种却多达几十种。 他们用这些小商品换取鄂伦春人

的兽皮和皮制品。 小商贩跟随鄂伦春人到处游动， 方便了鄂伦春人的生

活。 与此同时， 资本雄厚的行商也进入了鄂伦春地区， 当地人称这种行商

３１１历史上鄂伦春族与外界经济、 社会交往中的政治关系色彩　

①

②

参阅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 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编 《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 （第一集），
第 １１２ 页。
参阅史禄国 《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 第 １５２ ～ １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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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跑老客”。 这些行商中有的经过一段时间积累后， 就变成了座商。 他

们在鄂伦春人经常游猎的地区设立了店铺， 大量收购猎品。 座商懂得鄂伦

春人重义轻利， 因此， 同 “谙达” 一样， 当猎民到达商店后， 商店老板待

如上宾， 殷勤招待， 请吃饭、 喝酒、 吸鸦片、 留宿， 并且在价格上比行商

交易合理， 因此几乎所有猎民都力求每年能到坐商那里去一二次。 而离鄂

伦春人生活区更近的金矿、 林木经营者， 眼看厚利被座商夺去， 当然是不

甘心的。 他们利用鄂伦春人不愿远出的习惯， 同样也大量赊给鄂伦春人物

资， 并以烟、 酒盛情招待， 拉拢猎民。 他们赊给猎民物资是有条件的， 就

是要求猎民出售猎物时要和他们一同到市场出售， 不能单独出去卖。 出卖

猎品时， 猎民常常因为事先被请喝了酒， 醉后不知道卖价多少， 从而受这

些人的欺骗。
不论是行商还是座商， 同鄂伦春人交易都是以货币论价， 价格确定后，

以货换货， 从不用现金。 只是当猎民出售鹿茸时， 买够生产生活资料后还有

剩余时， 才得到一些现金。 在鄂伦春人中， 除个别人， 不积累和保存货币，
而且绝大多数人也不识钱数。 所以， 所谓以货币论价， 实际是商人单方面的

事。 商人在每次交易中， 都用市价衡量是否有盈余和盈余多少， 而鄂伦春人

所关心的是他所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 因而有时也以猎物去直接换取所需要

的物品。 调查中， 老年人普遍说， 他们接触和使用货币， 是 １９４９ 年以后的

事。 因此， 无论是行商、 座商还是金矿、 林木经营者， 其中都有以各种办法

欺诈、 掠夺鄂伦春族的情况。 鄂伦春人既缺乏商品价值观念， 又对市场行情

很陌生， 对自己的猎品值多少钱， 心中无数。 同商人交换时， 商人让他们要

价， 他们要得高， 商人说不值那么多钱。 商人还价时， 往往都将价钱压得很

低， 最后猎人只好按商人给的价出售。
从上述描述很容易发现， 无论是与官方 “谙达”、 私人 “谙达”， 还是

与行商、 座商之间的物质交换和交流， 鄂伦春人的最大特点是缺乏商品意

识。 交换时不计价值， 不考虑他们卖出的猎品和买入的物品在价值上是否相

当， 只要求取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这与他们对 “商人” 概念的理解相一

致。 他们称商人为 “谙达”， 其原义是 “朋友们” “兄弟们”。 狩猎社会的

分配制度， 交换和互赠之间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把交换的对方看作朋友。 当

然， 鄂伦春人有时也会觉察到交换的不合理或是感到自己吃亏， 那也只是以

得到的物品是否能满足需要为标准， 而不会是也不可能是发现商品本身价值

不相等。 如果交换中和商人发生争执， 那是因为商人所给的物品不敷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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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商人给他们的东西能满足实际需要， 或者多给一些烟、 酒， 即使他们付

出的猎品在价值上有很大的悬殊， 他们也不会感到这中间有什么问题。 商人

就是利用他们文化上的单纯性来获取高额利润的。 鄂伦春人因为文化而在交

换中蒙受经济损失， 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
理解对外交换中鄂伦春人似乎对 “吃亏” 的不敏感， 还需要深入其社

会， 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实际。
按照鄂伦春人的古老习俗， 家里的任何东西都不得出售， 但可以作为礼

品送人， 也可以被人不经许可拿走。 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 “说几句好话

和拿些酒来” 作为补偿。 交换同类物品或家畜是很普遍的。 马匹和狗经常

变换主人。 交换的一方有时显然是或者似乎是吃亏。 史禄国讲了一个他在调

查中 “我亲身经历的事例”。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在彼时彼地， 那种 “交换”
模式也许是最好的。 他说： 在一次考察中， 我有几匹马， 在骑过一段时间

后， 我发觉其中一匹良种母马不能进入沼泽地区。 它神经过敏， 没有林区经

验， 总是跌倒。 兴安通古斯人想要一匹母马， 我也想要一匹对走沼泽地有经

验的马。 他们拿来交换的那匹老公马的价值， 虽然实际不及我买那匹母马花

费的一半， 却是我在这次调查中最好的坐骑。 在这次交易中， 虽然我赔了

钱， 但有关各方， 包括我在内， 都很满意。 实际上， 如果不了解每次具体交

换的真正动机， 是难以得出通古斯人喜欢的结论的。 在我同通古斯人交往有

了经验以后， 我发现说他们喜欢交换是考察者的误解。① 他还叙述道： 价值

间的差额是从来不补齐的。 对不同种类的物品也实行交换， 这形成了他们同

其他民族集团进行交易的基础。 但明显的或看起来是吃亏的交换在通古斯人

中是很普遍的。 为了清楚说明这种交易， 我再举一个例子。 当我在库马尔千

地区停留期间， 我有两条看门狗。 按我的看法， 这两条狗， 特别是其中一条

只不过是很普通的狗。 一天一位通古斯老人来找我， 提出要拿一张熊皮换我

那条狗， 这对我当然是有利的。 据通古斯人说， 那条狗适于猎獾。 那条狗我

是无偿得来的， 因为对额尔古纳河的哥萨克人来说， 那条狗是一钱不值的。
但是我喜欢那条狗， 因为它同我们一起度过了考察中最困难的时刻， 而且性

情很好。 我稍微犹豫之后， 提出把这条狗作为礼物赠送给那位通古斯人。 可

是他没有同意， 指出： 在天冷的时候我需要熊皮褥子， 这确实是很对的。 于

５１１历史上鄂伦春族与外界经济、 社会交往中的政治关系色彩　

① 史禄国： 《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 注释⒁， 第 ４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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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笔交易就圆满地做成了。① 他对此继续分析指出： 同他们交易的人充分

地利用了这一点。 不同种类物品之间的交换， 在通古斯人中从很古时代就存

在了， 他们不懂铁器的生产， 只能从邻人那里换取， 而他们却普遍具有邻人

所希求的物品， 这产生了一种新形式的财富———毛皮和革皮， 它们可以在任

何时候进行交换和出售以换回现金。 这种财富成为通古斯家庭的个人财富之

间差别的基础。② 以上所引史禄国在鄂伦春社会的经历和分析， 可以帮助我

们走进当时鄂伦春人所生活的环境， 他们与外界发生的交易， 不是现代意义

的 “经济” 行为， 而是一种复合行为， 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反映了特定时

空、 特定文化场景下具有多种内涵的事件： 文化之间的各取所需， 如上述公

马与母马、 狗和熊皮的物物交换， 地广人稀， 没有过多选择和计较， 实际生

活急需的考虑， 还有当时条件下淳朴的人情因素。
简单文化与复杂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客观存在的， 这是由两者在技术和器

物方面的互补性决定的。 如清朝时期开通嫩江通往漠河的驿路时③， 因为外

地来的筑路者对当地的地理、 气候和生存环境均不熟悉， 因此， １９１４ 年，
黑河观察使公署命令库玛尔路、 毕拉尔路协领， 保护嫩漠路工作人员的安

全， “库玛尔路协领徐希谦命令刚通佐领， 带领鄂伦春兵数十名， 为张宣

中将做向导， 协助嫩漠路工作的进行”①。 后来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发大

小兴安岭， 鄂伦春人也是提供马匹和人力， 为勘探队带路， 为建设者驮运

物资。
同时， 由于文化的接触， 早在清朝初年， 马匹、 铁锅、 火枪传入鄂伦春

社会， 这改变了鄂伦春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改变了他们的谋生能力 （马
匹、 火枪比驯鹿、 扎枪的生产能力高）。 总的来说， 马、 枪、 金属工具以及

其他许多产品都是鄂伦春人渴望得到的， 并且替代了当地较落后的生产工

具。 总之， 两种大不相同的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接触造成了两方面的相互

６１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②
③

史禄国： 《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 注释⒂， 第 ４７５ 页。
史禄国： 《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 第 ４６７ 页。
漠嫩公路出于对抗沙俄侵略、 保卫边防需要修建。 应当说， 清朝康熙皇帝对通往黑龙江、
制止沙俄侵略的道路交通问题是十分重视的。 面对沙俄的侵略野心， 除通过谈判应对外，
还细访黑龙江地区的土地形貌， 道路远近， 强调驿递关系于保证军需的重要。 １９５５ 年国家

实施大兴安岭开发建设， 就是沿着古驿道的主干线， 建设了 ４２ 处森林经营所， 南起十二

站， 北到洛古河， 东靠黑龙江， 林海腹地在古驿道两侧， 建设网点星罗棋布。 如今沿线已

分布着大小村庄， 有的成为乡镇、 林场、 林业局所在地。 漠嫩公路已成为 “Ｓ － ２０９” 黑龙

江省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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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 一方面， 外界适应鄂伦春人贸易习惯中那种交换和馈赠的性质 （ “拜
把兄弟”， 先宴请， 后交换。）； 另一方面， 鄂伦春人也逐渐受汉人价值观念

的影响。

三　 经济社会交往中的政治关系色彩

甚至一直到现在， 鄂伦春人的宽厚、 诚恳， 是几乎所有接触过鄂伦春人

的人都注意到的。 从传统功能分析， 这不是鄂伦春社会一种抽象的公正标

准， 有它的实际应用意义。 依靠狩猎为生的民族， 共同分配是维持生存所必

需的。 由于猎人狩猎不一定每次出猎都有收获， 猎获的野兽与猎人的数量不

等以及肉类难于储存等原因， 狩猎社会的分配形式通常是宽宏大量的。 分配

上的道德观念在这个社会是长期养成的， 几乎没有人敢违反。 由生计方式所

决定的道德观， 推崇做人要诚实， 为人要厚道。 他们特别重视信守自己的誓

言。 “朋友” 这两个字对于鄂伦春人来说， 不只是一个问候和社交用语， 而

且是表示决心同那个他认为够朋友的人站在一边， 同时也可能是对那些企图

危害他 “朋友” 的人的一种威胁。
鄂伦春族历史上的著名事件——— “刚通事件” 的一些细节， 透露出该

群体某些为人处世原则。 有研究者描述和评价指出： １９２４ 年发生于呼玛河、
塔河、 盘古河一带， 由佐领刚通、 骁骑校吴滚都善带领， 有 ３００ 多名猎民参

加的鄂伦春族反抗奸商盘剥的武装斗争过程中， 在刚通死后， 起义仍在进

行。 当参加者聚集到逊河时， 由于人数增加， 发生了粮荒。 为了解决吃粮问

题， 他们派人到太阳沟金矿公司抢粮充饥， 夺到了 ３８０ 多袋面粉。 但是， 鄂

伦春人 “‘抢了白面、 马匹后’， 还 ‘遗下鹿角’。 据安罗卡代为呈报公文所

记： ‘鄂伦春人抢劫两处， 曾给绥安站约值大洋三四百元之一架半鹿角， 又

给王松涛处茸角半架， 已卖大洋 １５０ 元。 谓此次前来系为口粮、 子弹， 并无

仇怨， 今既拿物太多， 先行给此茸角， 将来挨将曾受凌辱做彼买卖之山内商

人杀尽， 仍然大围云云。’ 可见暴动的鄂伦春人是何等淳朴！”① 这里作者所

发现的鄂伦春人的 “淳朴”， 是狩猎文化讲究与人为善、 讲信用、 排斥偷盗

行为等社会制度、 观念、 风气的直接表现； 同时， 如同猎人设在森林里的

“奥伦” （仓库）， 过路者或急需食物、 生活什物的人可以不经过主人同意而

７１１历史上鄂伦春族与外界经济、 社会交往中的政治关系色彩　

① 关小云： 《大兴安岭鄂伦春》， 哈尔滨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 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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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去取用， 后来演变为取用后， 等自己丰裕时再送还的制度一样， 在他们

的概念中， 也许， 上述官方所定论的 “抢粮充饥” 中的 “抢” 并不符合事

情的实际， 更适宜用 “借” 或 “临时取用”。 因为文化的差异， 外部社会对

鄂伦春人和这个族体多有误解。
几乎所有的鄂伦春族变迁研究， 都非常重视清末民初 “弃猎归农” （从

１８９４ 年清政府同意黑龙江将军对鄂伦春族实行 “弃猎归农” 的奏请始） 政

策在传统狩猎民族中的推行问题。 在此， 结合论题提及的是， 主要迫于政府

的压力， 猎人接触了种地， 而作为一种适应性选择， 鄂伦春人只有以雇工应

付。 这与人们惯常理解的 “地主与长工” 之间的关系有区别， 他们与雇工

之间是具有互助、 亲情特点的雇佣关系， 这是饶有兴味的文化现象。 由猎向

农的急剧转变， 导致他们求助于农民， 形成对外部掌握农业技能的人口的依

赖、 依附。 汉族、 满族等会农耕者首先成为鄂伦春人的雇工， 继而， 有的人

由雇工成为鄂伦春人的女婿， 然后左右家庭新的产业安排， 而猎人沦为被动

地位， 由此显出狩猎文化瓦解的端倪。
论及鄂伦春人与雇工之间的雇佣关系， 内涵耐人寻味。 鄂伦春氏族社会

讲究互惠互济， 排斥自私和个人对财物的贪婪； 况且， 鄂伦春人对农业知识

懂得很少， 因此， 对雇工也就无法进行严格监督， 一般是靠雇工自觉地做，
土地耕种得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个别人家有雇打头的， 一般是达斡尔人或满

族人， 他们农业技术高， 劳动比其他人积极， 在劳动中带头， 在技术上做指

导， 一年的农业生产都由他计划安排。 有打头的人家比没打头的人家强， 雇

工的劳动稍好一些。 看来， 出现这种关系格局是简单文化与复杂文化相遇时

的必然。
与重义气、 重朋友、 讲信用的价值观相联系， 在鄂伦春人与外界交往的

每个时期都可以体现出他们处世的这种特色。 这种单纯的社会经验， 与狩猎

的生存方式相关， 即环境的封闭性、 单纯性， 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狩猎， 辅

之以采集、 捕鱼经济。 这样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 与外界有限的交流， 交

流中更多地处于被动地位， 形成了他们某些封闭、 排外等特点， 反过来又影

响了已经极为有限的与外界交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依外部社会环境场景的变化， 鄂伦春族接触过

官方和民间的 “谙达”、 日伪势力、 国民党地方势力。 文献表明， 当时他们

对周边地区的政治局势， 特别是在他们在这种局势中所处的政治地位是不了

解的。 当他们无奈与外界发生难以回避的关系时， 他们 “政治水平” 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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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的程度是看对方够不够 “朋友”， 有时是迫于外部人多势众的压力， 有

时是想获得物质上的一些好处。
对此， 《新生鄂伦春族乡志》 提供了某些历史记载：

黑龙江将军丰绅奏请， 从鄂伦春族挑选枪队 ５００ 人， 每年 ４ 月于内

兴安岭旺山一带操练 ４０ 日， 后犒赏布匹银两遣回。
１９００ 年， 呼玛尔河库丁驻军叛变， 库玛尔路协领徐希廉派佐领保

忠、 台吉善， 骁骑校来忠、 察多吉善率鄂伦春兵 ７０ 人镇压之。
为讨伐呼玛尔一带土匪， 库玛尔路派佐领刚通率鄂伦春兵 ５０ 人协

助统领辛天成剿匪。 骁骑校德奇琛、 委官阿栋阿带兵 ２０ 人、 马 ６０ 匹，
随队押粮到连崟同年， 黑龙江副都统对维持地方治安有功的鄂伦春人赏

银 １０００ 元。
１９４２ 年 ２ 月 １ 日， 抗联三支队在闹达罕遭遇战胜利后， 黑河特务

机关恼羞成怒， 命令铃木喜一中佐组织 ７０ 名鄂伦春人尾追三支队。 由

于鄂伦春人熟悉山路， 三支队四处受截， 使三支队牺牲 ６６ 人， 被俘 ２
人。①

柴少敏先生根据葛德鸿②口述而写成的鄂伦春族口述史著作 《葛德鸿

传———一个鄂伦春人的足迹》， 就日伪时期鄂伦春族的政治处境和他们的应

对方式提供了翔实资料。 书中记载， １９３７ 年， 日本侵略者为强化其法西斯

统治， 在鄂伦春猎民中组建 “山林自卫队”。 他们对淳朴的猎民进行欺骗宣

传， 谎称成立鄂伦春山林队是为了让鄂伦春人自己保卫自己， 不受汉人的压

迫。 说日本人是真心帮助鄂伦春人的， 可以供应吃的、 用的， 给枪、 给子

弹， 还给大烟。 一代又一代的游猎生涯， 使鄂伦春人处于同外界隔绝的封闭

状态。 平时极少接触外界， 人们的政治思维几乎是一片空白。 日本人先入为

主， 很快蒙骗了猎民。 将一部分猎民编进了 “山林自卫队”。③ 而在日本帝

９１１历史上鄂伦春族与外界经济、 社会交往中的政治关系色彩　

①
②

③

王兆明主编 《新生鄂伦春族乡志》， 第 １５ ～ ２５ 页。
葛德鸿 （１９１７ ～ １９９４）， 鄂伦春族中最早走出原始森林， 接受先进思想的民族先进人物之

一，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任鄂伦春族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古里高鲁供销社首任主任， １９５３ 年

当选政府委员， 为动员组织猎民定居及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生产、 生活做出重要贡献， 担任

过自治旗主要领导职务。 本资料根据柴少敏 《葛德鸿传———一个鄂伦春人的足迹》 （内蒙

古远方出版社， １９９７） 相关内容整理。
参阅柴少敏 《葛德鸿传———一个鄂伦春人的足迹》， 第 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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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投降以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解放区， 开展了反奸清算斗争和

土地改革运动。 一些恶霸地主、 反动资本家以及日伪残余匪徒， 逃窜到鄂伦

春族地区对鄂伦春族猎民进行反动宣传， 造谣共产党不信任鄂伦春人， 恶意

歪曲共产党的民族政策， 曾迷惑了一部分鄂伦春猎民， 逼迫他们与人民政权

对抗。 他们基本就是利用鄂伦春人重感情、 讲义气的特点， 施用了叩头盟誓

的阴谋手段， 将一些鄂伦春人绑上他们的战车。①

总　 结

综上所述， 可以归纳出鄂伦春族历史上与外界交往的某些特点： 经济交

往表现为很强的政治关系色彩。 与外界的交往， 看似经济行为， 实则不仅仅

是经济行为。 问题是鄂伦春人对与外界交往的理解是十分简单的， 所能做出

的选择无非是无奈地听命于外部更强大的势力， 或者是为了得到狩猎所无法

获得的急需的生活必需品。 而对交往的另一方而言， 如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官

方 “谙达” 向朝廷贡貂， 既是一种政治统治制度， 也是一种技术文化交流。
而 “弃猎归农” 的推行， 使鄂伦春人传统文化迅速瓦解。 简单文化与复杂

文化在交流中， 简单文化表现出明显的被动与弱势， 如被形形色色商人的歧

视和蒙骗， 被一些外部政治势力———日伪、 国民党残余势力公开地压迫、 利

用。 鄂伦春族历史上与外界交往的过程和形态， 充分反映了狩猎文化简单性

的特点。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ｏｑ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ｅ Ｑ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ｔｅｎ ｈａｖｅ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ｍｏｒｅ 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ｅ ｆｏｒｃｅ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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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柴少敏 《葛德鸿传———一个鄂伦春人的足迹》， 第 １０１ ～ １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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